


































































































的学说只是提出了美学要求，而不是教人怎么做的方法。”  出席 1988 年
“国际布莱希特学会第七届研讨会”后，佐临先生介绍了加拿大女教授
Josette Feral 的一个说法：“1979 年布莱希特的多年同事班诺．卡逊


































































































    我们今天汇集在一起纪念佐临先生的百年诞辰。让我们再回忆一下
1978 年《伽利略传》的演出吧:这部戏所描写的对真理的追求和这种追求所遭
受的压制之间在冲突，对于处在思想解放运动前夜的中国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
用。最近我们南京大学戏剧研究所为纪念易卜生逝世一百周年做了一个戏，
《〈人民公敌〉事件》，重提易卜生、布莱希特和佐临先生追求真理的话题，
一个在当代中国扮演斯多克芒遭遇到了一百年前斯多克芒在挪威遭遇的同样困
境的大学生责问他的同学，也是责问观众：“让我们想一想，我们习惯于听谎
话，说谎话有多长时间了？”傅谨教授在他的剧评中写道：“我们在舞台上有
多久没有看到这样真实得让人无法喘息的戏剧了？”  即使将来有一天，已
经不再有专制的力量逼迫人们说谎，布莱希特所描写的伽利略在伟大使命和个
体生存之间所作的卑微抉择，这一抉择中所含的“人”的意义，它所表达的人
类困境，仍然会震撼我们的心灵。佐临先生在为《伽利略传》首次在中国上演
而作的两篇文章中，四次引用了“布莱希特为伽利略写的依据漂亮台词‘思考
是人类最大的快乐’”， 他说：“德国民族的一大特征是思考，作为德国杰
出的戏剧家布莱希特的作品具有和他民族同样的特点——思考。我们认为思考
不能成为德国民族的专利……让我们通过《伽利略传》的演出，了解布莱希特
的思考，享受思考的快乐吧！” 他还说：“戏剧，布莱希特认为是给人以娱
乐的，而最高的娱乐莫过于思考。” 非常令人痛心的是，当今中国戏剧恰恰
丢弃了思考的品质。撇开当代戏剧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不谈，中国戏剧自身放
弃思考的理由，居然也是“布莱希特”！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